
○史家访谈

郑 学檬 教 授 访 谈 录

○郑学檬　□徐东升

　　郑学檬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1937年 9月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 , 196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

史学系 , 留校任教。1984年任厦大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1985 年 9月任厦门大学教务

长 , 翌年 7月任副校长 (1990年 10月起为常务副校长》 至 1998年 7月离任 。曾于1992年至1998

年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 , 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 、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等学术领导职务 。

在 《厦门大学学报》 、 《学术月刊》 、 《历史研究》、 《光明日报》 、 《人民日报》 等报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四十多篇 , 主要学术著作有:《简明中国经济通史》 (合著 , 1984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作者之一 , 1986 , 厦门大学出版社)、 《福建经济发展简史》

(主编 , 1988 , 厦门大学出版社)、 《五代十国史研究》 (1991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赋役制度

史》 (主编及作者之一 , 1994 ,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1996 , 岳麓书社)等 。以上学术论著 , 在唐五代的商品经济 、 赋税改革 、区域经济 、 历史人物

等方面多有发微 。特别是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探索卓有建树。《中国

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一书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的冶金业主要是为农业和军事

服务 , 制造农具和兵器 , 促进了工具制造业的发展 , 但因为没有机床 , 使机械制造业缺少母机的

基础作用 , 未能使木构件机械进步到金属构件机械 , 难以使纺织 、 农业 、 制造业的生产力取得划

时代发展 , 大而言之 , 中国古代机械工业本身没有更高的动力需求 (如蒸气动力), 因而中国向

工业社会的过渡变得漫长 。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兰克利博士读了该书以后 , 认为这一论述极为

独到 , 对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原因提出了新的合理的解释 。

　　□郑先生 , 您在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地位有目

共睹 , 这些成就的取得自然离不开独到的治学方法 ,

请您就治学经历 、 研究心得以及当前的学风问题谈谈

自己看法。首先 , 不妨从您的治学经历谈起。

○60 年代初是个物极必反的时代 , 经过 “反右” 、

“大跃进” 的折腾后 , 学术界 、 高校元气大伤 , 要求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重视学术的呼声高涨。 1960 年我

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 , 留校从事隋唐史教学工

作 , 随韩国磐先生做助教。自 1964年开始 , 系里又安

排我接替傅衣凌先生教授 “中国古代经济史” 。现在

看来 , 这是我一生的一次机遇 , 从此在老一辈史学家

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唐史 、 经济史研究。但直至文革结

束 ,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 在学术上不可能有什么作

为 , 主要是读一些基本史书 , 抄录一些资料而已 , 并

在韩国磐先生指导下 , 写了一些习作 , 为研究作了初

步准备。当然 , 那时我们这一代人为了进行思想改

造 , 曾非常认真地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

作 , 如 《共产党宣言》 、 《反杜林论》 、 《资本论》 等 ,

从中受益非浅 , 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理论

基础。文革结束后 , 从 1977 年开始 , 除继续教授 “隋

唐史” 、 “中国古代经济史” 外 , 开始进行一些基础性

研究工作 , 发表一些有关隋唐史 、 经济史方面的文

章。

□郑先生 , 您从 60年参加工作到 76年文革结束 ,

长达 16年 , 而在您现有的众多著述中 , 只有5 篇文章

是在那时写作的 , 可见文革十年对您学术研究影响之

大。可以说 , 文革的结束 , 是您学术历程真正的开

始 , 我想这其中除了学术环境得到改善外 , 还当有别

的原因 , 您为何能较快进入角色并能取得成功的呢?

请您就此谈谈。

○文革结束 , 十年大好时光逝去 , 不过当时在资

料整理和理论方面已有相当基础 , 关键问题是如何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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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突破点。唐代历史研究 , 老一辈学者大多上挂魏晋

南北朝 , 着重研究唐前期 、 中期 , 成果很多 , 很难超

越。而晚唐五代史的研究相对薄弱 , 一般地说唐史学

者少有联两宋 , 所以我选择了晚唐五代史作为突破

点。当时恰好卞孝萱教授约我参加写作 《五代史话》 ,

通过写作发现不少问题 , 如将五代不加分析视为 “乱

世” , 似欠公允 , 与其视为 “乱世” , 不如将其作为承

前启后的时代去研究。历史是一个由统一到分裂 、 由

分裂到统一的复杂过程 , 不重视转型期历史的研究 ,

就很难对统一时期的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历史上 “乱

世” 文士多喜读 《春秋》 、 《易经》 , 意在寻找新的出

路 , 所以 , “乱世” 、 “分裂” 之时 , 往往是问题最多 ,

最值得研究的时代。大体上 , 我对唐史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晚唐五代史 , 撰写了一批论文 , 并在此基础上 ,

1991年写成 《五代十国史研究》 一书 , 现在还在思

考 , 也许会写一部 《晚唐史》 。

□据我所知 , 除晚唐五代史外 , 经济史也是您的

研究重点 , 并且不断变换角度 , 用多种方法进行研

究 , 您是否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由于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工作 , 对经

济史的发展脉络略有了解。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既有

辉煌 、 繁荣的一面 , 又有迟滞 、 落后的一面 , 原因复

杂 , 所以单纯从某一个角度 、 用某一种方法去研究经

济史 , 实难客观地反映中国古代经济史发展的全貌。

针对经济史学界长期偏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经济

史的现状 , 我逐渐意识到还必须从生产力史的角度去

研究。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而言 , 前者是内

因 , 后者是外因;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言 , 前者是

外因 , 后者才是内因。1989 年 , 有机会到欧洲作学术

访问 , 开始较多地接触西方经济史原著 , 并和牛津大

学 、 莱顿大学的经济史学者进行较深入的交流 , 发现

了他们研究的特长 , 很受启发。反观国内学术研究中

的局限性 (如常常用政治观点看待经济问题 , 缺乏研

究经济史所需的理论和方法 , 知识陈旧等等), 深感

不足。欧洲近代 、 现代经济学者的研究成就是很高

的 , 他们的理论 、 资料 、 方法 , 都值得我们借鉴。 美

国学者施坚雅就很重视欧洲学者的研究方法。 很遗

憾 , 我们这一代学者 , 许多人对欧洲学者的相关研究

成果和方法知之甚少。

90 年代开始 , 我的研究方法发生转变 , 开始把技

术史和区域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 一个突破口是

经济重心南移问题。自张家驹先生 《两宋经济重心的

南移》 一书出版 (1957年)以后 ,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

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注意 , 讨论渐次展开 , 不少学者就

这个问题发表或简或详的意见。因为我已做过江南三

个地区 (太湖地区 、 长江中游 、 福建)的初步研究 ,

比较容易参与这场讨论。 1988 年 , 我和陈衍德同志合

作写成了反映我们观点的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

若干问题》 这篇长文 , 对南移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探

讨 , 比如开发地区与经济重心地区的区别;南移的标

准;南移完成时间;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中心分离以

及对南方地主集团的依仗等。总之 , 不再满足于简单

地描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诸方面表现。

在这个基础上 , 我申请到 1990-1993年国家教委

第二批博士点基金课题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综

合研究》 。这个课题如何做? 由于不愿重复描述中国

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表现和已提出的问题 , 我决心从技

术进步入手 , 深入研究南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

基于这种认识 , 我写成唐 、 宋航运业 , 唐 、 宋农

田水利与农业以及冶金与制造业等三个领域五篇论文

以及其他有关文章 , 力图从另一角度阐明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 寻找导致中国社会停滞的生产力

史方面的原因 , 而不仅仅是追究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

作用。

□郑先生 , 您的文章在理论 、 观点 、 方法等方面

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 比如您在 《唐代德两朝党

争和两税法》 一文中认为 , 两税法之所以由杨炎奏

请 , 并且在德宗即位后颁行 , 不仅仅是税制改革和财

政形势的需要 , 还和当时的党争有一定联系 , 也就是

说 , 党争的需要促使杨炎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 , 奏请

实行两税法。这是您的独创之见 , 类似的观点您还有

很多 , 您能不能就此谈点看法?

○我的确时常在寻找对历史的新的解释 , 不满足

于流行的观点 , 例如:

①关于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研究。我在 1980 年

发表的 《唐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若干问题》 中提出商

帮的形成 、 商业资本的运动等问题 , 主张运用政治经

济学的理论研究商业资本问题。在 1982 年发表的 《五

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 中提出地方小市场概

念。这对中国市场史的认识有帮助 , 因为地方小市场

是形成区域市场 、 全国性市场的基础。

②关于中国南北农业发展道路的差异。 1985 年发

表的 《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 一

文 , 指出中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 , 基本上实行

耕战政策 , 所谓 “足兵足食” 是也。因为北方是古代

政治中心 , 官多兵多 , 粮食需求大 , 政府的赋税政策

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而南方则没有那么多

官 、 兵 , 同时由于自然条件优越 , 极易种植经济作

物 , 多种经营条件好 , 所以江南的农业发展道路与北

方迥异 , 较早出现农业商品化倾向。 在 《关于唐五代

太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再认识》 一文中提出 , 唐

后期江南户口数量锐减 , 不完全是户口隐漏 、 逃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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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也是当时农业人口向其他行业转移的结果 , 是江

南农业经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重要表现。

③生产力史的研究。在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一书提出 , 中国古代机械工业

不发达 , 主要生产工具没有从木构件转化为金属件 ,

不能引起动力革命 , 工业革命也就无从谈起。有人认

为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工业革命没能在中国首先发生的

原因 , 但欧洲也有封建制度 , 却首先发生了工业革

命。可见 , 能否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应为生产力

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模式。

④历史人物评价。在 《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

题》 一文中指出:在考察历史上民族关系中诸如儿皇

帝 、 侄皇帝 、 孙皇帝问题时 , 是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

会制度与习俗观念去分析 , 还是用封建的政治 、 伦理

道德观念去对待。在评价石敬瑭投靠契丹称帝立国问

题上 , 首先涉及如何看待儿皇帝问题。在评论 “儿皇

帝” 问题时 , 简单地谴责其 “屈辱无耻” 与卑鄙 , 虽

不能说责之太过 , 但似不能圆满地说明问题。类似这

种称号 , 五代时不只石敬瑭一人 (契丹主呼刘知远为

儿 、 刘崇称契丹主为叔皇帝 、 刘承钧称儿皇帝 、 石重

贵称孙皇帝)。我认为这应从契丹当时的社会制度与

习俗去分析。到了阿保机时期 , 契丹才由部落联盟发

展为奴隶制汗国 , 内部是以奴隶占有为基础的各部落

联合 , 汗国的核心迭刺部落还保存着氏族制残余 , 使

得其君主习惯以家长身份实行统治 , 要求臣民象儿

子 、 孙子那样服从自己 , “这应当是契丹主屡次要求

屈服于他的中原政权的头目称儿皇帝的根本原因。 事

实上 , 这种影响在封建关系转为成熟的汉族地区还存

在。” 石敬瑭实际上也是沙陀族一员 , 而沙陀族本身

进化未久 , 氏族公社遗习相当严重。 恩格斯在 《家

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一再指出:氏族存

在养子制度。 “氏族可以收养外人入族 , 并用这个办

法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的成员。” 沙陀等部氏族制残

余必然存在 , 所以养子之风很盛。养子的年龄并非与

养父相当。石敬瑭称儿实质上具有耶律德光养子性

质。这样分析不是为石敬瑭涂脂抹粉 , 而是历史主义

地看待问题。封建史学强调 “夷夏之别” , 把少数民

族一概视为 “夷狄” 、 “虏” , 对于他们进入中原 , 视

为侵掠。认为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 , 与 “夷夏之

别” 论不无关系。多民族的存在 , 往往会形成多政权

并存的政治局面 , 而多政权并存 , 又易发生内战。 契

丹贵族掠夺北方地区 , 是非正义的民族压迫战争 , 他

们统治区的变动 , 不存在领土 “出卖” 问题 , 只能说

内部的归属问题。清政府割台等行为才是出卖土地与

人民。虽然这一观念受到几位有影响的史学家严厉批

评 , 被扣上几顶帽子 , 但我坚信历史的事实就是事

实 , 不是靠恫吓可改变的。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 , 治学不能只有一种方法 、 一

个角度 , 也不能只有一个领域 , 要多角度地研究历

史。

□郑先生 , 您现在不再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 , 除

了培养博士生外 , 可以有较充足的时间进行学术研

究 , 在这方面您今后有何打算?

○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无止境的。今后除继

续专注于晚唐五代史 、 区域经济史 、 生产力史的研究

外 , 打算在市场史研究方面多投入一些精力 , 因为市

场史的研究很重要 , 但目前还比较薄弱 , 有待于更深

层次的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 , 学术成果的剽窃 、 抄袭之风日

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 甚至有人为此而对簿公堂 , 您对

此有何看法?

○剽窃 、 抄袭是学术研究中个别人的卑劣行径 ,

应当坚决反对 , 提倡弘扬学术道德。我以为还有一些

原则问题值得讨论。第一 , 要科学地认识历史。我们

之所以要讲科学地认识历史 , 是因为历史的发展过程

极为复杂 , 当我们研究它时 , 就会发现历史资料残缺

不全 , 即使有了资料 , 其中有些记载也不能如实地反

映历史真相。在我们对重大历史问题难以作出推断

时 , 往往容易以自己的感性认识去认知某一历史问

题。实际上这样做是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的 , 反而自

觉 、 不自觉地曲解 、 伪造历史。所以 , 我们要坚持根

据事实说话 , 虽然现代历史是研究古代历史的一把钥

匙 , 但由于历史条件相差太大 , 还是要尽量避免按现

代人的感觉 、 感知去认识历史 , 宁可不知 , 也不可强

以为知 , 不要以为所有历史问题都是能够认识清楚

的。

第二 , 要科学地认识历史学。科学地认识历史学

要求我们不能用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代替历史学本身 ,

也就是说 , 不能把历史学的功能单一化 、 实用化 。中

国的历史学从 《春秋》 到二十四史 , 都有很强的借鉴

功能 , 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 、 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 、

清正廉洁的官员等 , 都值得很好地借鉴 , 但历史学的

功能不仅仅是借鉴 , 如果是这样 , 就会导致缺乏研究

某些历史问题的动力和兴趣 , 甚至因应某种社会需要

而裁剪历史。历史是一种变革 、 革新的过程 , 是人类

活动的过程 , 是众多事件联系着的人类社会发展过

程 , 只有发现众多事实的联系 , 举一反三 , 才能洞悉

历史真相。有些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 但不是所有的历

史经验都可借鉴 , 往即往矣 , 切不可事事今不如昔。

因此 , 从科学地认识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看 , 端

正的学风应该是根据历史材料研究历史 , 不能随意曲

解 、 伪造 、 裁剪历史 , 否则 , 极易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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